
广东社会科学 2010 年第 1 期

十七年期间的鸳鸯蝴蝶派作家

张 均

［提 要］1949 年革命胜利后不但鸳鸯蝴蝶派作品以各种形式长时间“残存”，而且鸳鸯蝴蝶派作

家也多数仍以笔耕为业。虽然成绩未必可以高评，但作为一个曾经风云际会的文人群体，鸳蝴派在建

国后十七年间仍然存在。其“流风余韵”直到六十年代后期才彻底消失。自新文学运动肇兴以来，鸳

鸯蝴蝶派文学始终受到五四知识分子的贬抑与排斥。1949 年后机关报政权通过新组织制度、出版制度

发动了对鸳鸯蝴蝶派的打击，平、津两地鸳蝴作家受损严重。1952 ～ 1955 年，鸳蝴作家沉寂无言，一

片凋零。1956 年毛泽东发动整风，鼓励知识分子“鸣”“放”。鸳蝴文人处境得到披露并获明显改善。

不过，这种复苏毕竟来得太迟，新的鸳蝴创作已只能充作文坛点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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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 1949 年后留在大陆的鸳鸯蝴蝶派作家，学界极少注意。推其原因，大约受刘扬体影响。

刘先生以为，“随着旧制度的崩溃，新中国的建立，旧的生活土壤的根本改变，新的文化和文艺

政策自上而下的贯彻，不仅 ‘鸳鸯蝴蝶派’，所有以旧式的传统章法、语言写作，缺少新思想新

气象的通俗文学，都一起结束了它们在祖国大陆上的存在。”①这种判断不太准确。其实，建国后

不但鸳鸯蝴蝶派作品以各种形式长时间“残存”，而且鸳鸯蝴蝶派作家也多数仍以笔耕为业。虽

然成绩未必可以高评，但作为一个曾经风云际会的文人群体，鸳蝴派在建国后十七年间仍然存

在。其“流风余韵”直到六十年代后期才彻底消失。

一、建国初中国共产党对鸳蝴作家的政策

在建国前不同类别文学文本中，鸳蝴作品受众最广，跨越不同地域与文化层次。从民国初年

到四十年代，它聚集了规模庞大的文人群体，前后迭经三代: 民初至二十年代的沪苏扬才子群、

抗战时期的“北派”作家群、战后海派小报文人群体。期间才人辈出，有“五虎将”、“十八罗

汉”之誉，知名作家包括: 徐枕亚、李涵秋、包天笑、周瘦鹃、张恨水、孙玉声、张春帆、吴

双热、李定夷、王西神、王钝根、朱瘦菊、毕倚虹、严独鹤、范烟桥、郑逸梅、程小青、徐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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呆、向恺然、李寿民、王小逸、胡梯维、秦瘦鹃等。此外，鸳鸯蝴蝶派还拥有一批声名煊赫的刊

物。国共内战时期，鸳蝴文学面临大的变动。沪苏扬才子群“零落星散”，“通俗文学活动中心，

从上海、重庆转向平、津。”②平津新才子群代之而起，史称“北派”。其重要小说家，包括刘云

若、冯玉奇、王度庐、李熏风、耿小的 (言情)、还珠楼主、宫白羽、郑证因、朱贞木 (武侠)

等。同时，上海又崛起了小报文人群体，如捉刀人 ( 王小逸)、冯蘅、周天籁、田舍郎、苏广

成、桑旦华、金小春、蓝白黑等。至 1949 年，鸳鸯蝴蝶派虽然迭经战乱，但南北合力，兼之集

大成者张恨水坐镇北平，仍可谓人才济济。

建国伊始，新政权通过新组织制度、出版制度发动了对鸳鸯蝴蝶派的打击。这种做法，是

“五四”破旧立新思维的延续。本来，自新文学运动肇兴以来，鸳鸯蝴蝶派文学始终受到五四知

识分子的贬抑与排斥。五四新作家屡以现代性的进步话语挤压鸳鸯蝴蝶派，而鸳鸯蝴蝶派则努力

抵制这种侵犯企图，双方呈割据分治状态。1949 年后鸳蝴文学整体性地破碎为革命大叙事的边

角点缀，鸳鸯蝴蝶派作家则受到全面压制，失去出版阵地与聚集写作的舆论环境。

打击鸳蝴文艺，并非出自中共中央安排。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袖对鸳蝴作家的处理意见，未

形成直接文件或指示。但他们对鸳蝴文学的态度，不难梳理。石楠披露的张恨水材料表明，延安

曾翻印 《水浒新传》，毛泽东读过 《春明外史》，周恩来在 《新民报》座谈会 (1941 年) 上亦亲

口称赞过 《八十一梦》。足见毛、周等领袖对张恨水其人其文有一定了解。1945 年重庆谈判期

间，毛还约张长谈，并亲赠延安土产粗呢一块、红枣一包、小米一袋③。这表明，党的领袖对张

恨水怀有好感。但若以此作为中共青睐鸳蝴作家的证据，又不免误解。毛约见张，非因张作为鸳

蝴小说家的文学成就，而是考虑到他身为 《新民报》主笔的言政影响。当时，在周恩来安排下，

毛还约见王芸生、赵超构等言论界实力人物。这些亲近举动，意在争取政治舆论。但是，毛、周

对作为鸳蝴小说家的张恨水并不看重。最有力证据是建国后张的处境。在鸳蝴界，张之份量与茅

盾在新文学界相当，可谓一代“文宗”，但二人境遇悬殊。茅盾被授以文化部部长高位，张则无

人过问。建国后，中共中央未将鸳蝴作家列入招抚对象 (如对郭茅巴老曹)，更未将他们列为剿

除对象 (如对自由主义作家)，而是疏漏、遗忘了他们。

作如此判断有理论根据。党录用人才，落后 /进步固是公开标准，但实力是更重要考量要素。

这种实力与读者、市场有关，但根本上取决于其话语类型。鸳蝴文学的市场占有，优于新文学，

但其话语类型属于一种“安全的叙述”。它情节曲折，想象奇异，但思想总以重复主流观念为前

提。对当权政府而言，鸳蝴文学毋宁是“安全”的。恰如 A·Hauser 所言，“大众艺术是 ‘盲目

的，沉溺于奇思幻想之中’，任何正常的人都要为此而深觉沮丧，大众文化所教育者无他，就是

让大众谦卑顺从而已。”④

鸳蝴文学缺乏异议陈述，唤起大众对现存秩序的抵触。这一特点使之不能与新文学相提并

论。新文学具有高雅艺术特征，“纯真的艺术 (高雅文化) 并不鼓励人们安于现状…… (它) 不

单抗拒异化，它并且抨击主流的政治与经济秩序。”⑤新文学以现代性历史话语为编码原则，以

黑暗 /光明、落后 /进步、罪恶 /幸福等二项对立结构表述生活。它往往将现实政治 (如国民党统

治) 表述为黑暗、罪恶力量，并通过对新的理想政治的想象，来激发、引导读者抗击黑暗、创

造未来的冲动。这种讲述，对现行政治是破坏性的，具有强烈伤害能力。尤其是，新文学已培育

出稳定读者群体，在精英群体中影响甚大。而鸳蝴文学，不具备这类破坏质素，不会激起读者对

现实政治的叛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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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是鸳蝴作家当初选择的结果。因为，新文学激进表述，对于初涉人生的新式学生，可能有

潜移默化之功，但对于久经世故的成年读者，则高度冒险，可能反遭其道德信条与实用哲学的讥

薄。为市场考虑，鸳蝴作家不会作这种“超前”冒险。他们更愿意在大众道德层次上，提供平

面性阅读消费。大众道德如何，他们便如何讲述。鸳蝴文学研究专家刘扬体列出的几类鸳蝴主题

———譬如“一定程度的民主意识”、“爱国主义精神”、“同情弱小、扶危济困、除暴安良、急公

好义、成人之美、愿有情人终成眷属，以及善有善报、恶有恶报，明哲保身、清白做人、孝亲友

弟、尊老爱幼等等传统观念”⑥———显然都未超出大众常识。不挑战，不犯忌，易获得广泛认同。

它浅显而不越矩，不在革命主流之外另建独立“道统”，故也无力以否定、批判成为令人不安的

异端和叛逆。鸳蝴文学这种不重新设想正义与伦理的写作模式，导致它缺乏对现行统治集团质疑

和破坏的力量。本来，按照“文化霸权”建立的常规，刚刚取得政权的政党会和“对立的社会

集团、阶级以及他们的价值观念进行谈判…… (并) 将对立一方的利益接纳到自身。”⑦鸳蝴叙事

的高度“安全”则难以引起党的敏感。民国以来，鸳蝴作家一直遭到当权者忽略。国民党屡次

查禁新文学刊物，对鸳蝴文学却极少如此。其原因，自不在于蒋介石对鸳蝴作家“法外推恩”，

不过不以为意而已。鸳蝴文人群体也历来无意与统治集团发生纠葛，只是钟情浅吟低唱，在一个

市场化出版环境中觅得娱人自娱的独立空间。

中共中央忽略无破坏性质素的鸳蝴文学，延安作家却难以忽略。作为党的高级文艺官员，丁

玲在多种场合毫不隐讳地批评鸳蝴作家。1949 年 10 月，在一次青年文艺讲座上，丁玲严厉指责

鸳蝴作品“使一个人的感情低级，无聊，空洞，庸俗”，并宣布，“这一类小说的作者是没有出

路的。现在北京这样的 ‘文人’不少，他们如果不好好从思想上改造，他们如果还以为可以麻

醉些读者，可以混饭吃，那简直是幻想。因为小市民也在进步，在新的国家里，凡是起腐蚀作用

的东西，是不能生存下去的。”⑧丁玲还利用她主编的 《文艺报》，对鸳蝴文学及其作家发起“围

剿”性批评，将鸳蝴文学彻底放逐为“进步”的反面。这更激起了文坛对于鸳蝴文学的普遍鄙

视。

二、制度性遗忘

第一次文代会召开前，张恨水被推荐为正式代表。但在代表资格审查时，他与沈从文两人未

获通过，原因在于他们曾被郭沫若批评为黄色作家和粉红色作家。后来为团结起见，虑及他们的

影响，另立一新名称: 特邀代表。而后新成立的“全国文联”等部门，对张恨水未表示出什么

兴趣。无人请他编辑刊物，甚至无人来登记他的工作单位。张恨水骤然成为失业人士。张被遗

忘，主要不是因于政治，而是因为他在解放时已退出 《新民报》。

张恨水作为鸳蝴文人群体的旗帜，好歹还列名一次文代会。但阵容庞大的鸳蝴作家，仅他一

人获此“殊遇”，其他人皆不被承认为“作家”，仅被目为“旧文人”或“封建文人”，像 《蜀

山剑侠传》作者还珠楼主 (李寿民)、《江湖奇侠传》作者平江不肖生 (向恺然) 这样名动一时

的武侠大家，在全国文联名册里竟然不能找到。少数“旧文人”若运气好，倒可列名市县文联。

但与这类人交往往往被非议。葛翠琳回忆，老舍任北京文联主席时，与鸳蝴作家金受申、金寄水

多有交谊，“于是有一种舆论，说老舍先生旧意识很浓，欣赏趣味，结交来往的朋友，大都是旧

艺人、旧画家、封建文人等。还说他把浓厚的旧意识带进市文联机关来，主席办公室变成了旧文

人的据点儿了”⑨。

551



多数鸳蝴作家迅速堕入经济困顿。1950 年，“天津张恨水”刘云若、前 《礼拜六》主编王

钝根相继怅然弃世。另外一些鸳蝴作家则为谋生不得不离开文学。平江不肖生到湖南文史馆任

职，王度庐到旅大师范专科学校充任教员，王小逸 (捉刀人) 进入上海市南中学。更多鸳蝴作

家，由于对新社会缺乏了解，不明了单位制度意味，兼之缺乏门路，未能进入有稳定薪金的单

位。他们仍“卖文为生”，结果艰难异常，风雨飘零。鸳蝴文人迅速解体。1950 年，在北京租书

摊上，“武侠和言情小说，新作品很少……言情的简直就没有什么新东西，张恨水、冯玉奇不写

了，刘云若死了耿小的参加了工作，至于所谓新作家，更没有出现什么。”⑩

平、津两地鸳蝴作家受损严重。而华东主持文学界工作的夏衍，与鸳蝴作家如唐大郎、龚之

方等颇有私交，态度就略有宽容。上海建国后，甚至由党出面，新创办 《大报》、《亦报》两种

小报，网罗一批小报文人，如名气仅次于捉刀人的陈亮 (田舍郎)。其他鸳蝴作家也多能谋得一

份职业。秦瘦鸥在上海文化出版社任编辑。严独鹤作为 《新闻报》副总编辑，较受优待，出任

新闻图书馆主任。久已搁笔的周瘦鹃，还于 1951 年被邀请出席苏南区第一届文代会。苏南行署

主任管文蔚，专门接见他，并致信鼓励。这类待遇非平津作家所能有。但局部宽解和私人友好，

不能改变排斥本质。即使在上海，夏衍也不时受到批评。《大报》《亦报》仅坚持两年，即以停

刊了事。鸳蝴作品被拒绝出版，大量旧作被作为淫秽、黄色书刊查禁。徐訏、无名氏、仇章、张

竞生、王小逸、蓝白黑、笑生、待燕楼主、冷如雁、田舍郎、桑旦华、冯玉奇、刘云若、周天

籁、耿小的、朱贞木、郑证因、李寿民、王度庐、宫白羽、徐春羽等 21 人，还直接登上了文化

部查禁黄色作品的“黑名单”瑏瑡。
1952 ～ 1955 年，鸳蝴作家沉寂无言，一片凋零。这不免出人意料。故在政策实行过程中，

两种调节性力量也逐渐出现。一是具有一定话事权的“旧知识分子”群体，譬如茅盾、叶圣陶

等。他们是延安文人的师辈，建国前也曾批评鸳蝴文学。他们习惯鸳蝴文学边缘化，倒未见得希

望它们真的绝灭于文坛。所以，在五十年代，胡愈之、叶圣陶以出版总署名义，数度下文，禁止

对鸳蝴作品乱封乱禁，规定查禁书刊，须报上级机关批准。如 1951 年 11 月 26 日 《出版总署关

于查禁书刊的规定》称，“查禁书刊过去没有统一的制度。最近书刊审读工作各地都在逐渐加

强，对于政治上反动及有严重错误的书刊，各地往往自行禁售，既没有报请总署批准，也没有通

知其他地区采取共同行动。由于各地区在禁售书刊中的标准与行动不能完全一致，致使甲地区已

禁售的书刊，乙地区仍在流行。兹特规定: 今后禁售书刊必须经本署批准。但对于政治上反动及

有严重错误的书刊，在未经本署批准禁售前各地可先行封存。”瑏瑢

在中共中央，周恩来作为一种特殊调节力量，对知识分子一直很为关注。他对张恨水两次见

危出手 (1953 年安排为文化部顾问、1958 年安排为文史馆馆员，并发放生活补贴)，表明着高

层态度。

三、“卖文为生”的尴尬

在党的出版社内，对鸳蝴作家的作品出版，非常挑剔，定额高，稿费低，明显受到歧视。这

种境况，加之作协“关门主义”、评论界“围剿”，使鸳蝴作家群体性自卑加剧发展。在现实压

力与自卑意识的双重作用下，他们也努力搬弄马列主义新名词，作自我检讨。据 《文艺报》报

道，他们“对于自己过去的写作一致地加以批判”，“沉痛地说: ‘我们过去写的都是低级趣味的

东西，里面是鬼话连篇’。‘我们的作品给青年人很多坏影响，给人民散布了毒素’。”瑏瑣显然，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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蝴作家希望以“臣服”姿态获得接纳。这种努力发生一定效果，他们获得重新写作的许可。但

是，新刊物并不考虑向他们约稿。张恨水身在北京，近在咫尺的 《人民文学》、《文艺报》，从不

与他联系。赵树理主编的通俗刊物 《说说唱唱》倒与他及少数声名较大的“旧文人”有所联系。

但“旧文人”写作显然不能“满足” 《说说唱唱》的需要。1953 年，北京文联在工作汇报中明

确表明这种看法。文联认为，他们的写作完全“落后”于时代，“旧小说家……的政治思想水平

很低，又不熟悉新社会，如张恨水、陈慎言等，写东西很多很快，但都不能用，如张恨水仍以旧

社会恋爱的条件和方式 (容貌、偏爱、看电影、逛北海) 来写目前的恋爱问题。”张友鸾利用原

《新民报》工作关系，刊发了一部力图靠近革命文学的转型新作 《神龛记》。

批评家对鸳蝴写作大加鞭伐。余雷说，“那群黄色作品的写作者，事实上做了旧统治阶级的

帮凶”瑏瑤。1952 年，《文艺报》刊发专文，批评张友鸾 《神龛记》为“不法商人”“辩护”，张友

鸾仓惶检讨。而张恨水旧作 《啼笑因缘》，也受到“修正”与批评。这些批评，使鸳鸯文人群体

无以面对。既然旧作、新编都“不合时宜”，他们的写作信心，就不能不迅速削弱。在这种形势

下，他们不敢写，不能写，写了也往往卖不出去。 “卖文”困难，衣食不继的状况就很快发生

了。

在 20 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，彻彻底底“卖文为生”相当艰难。鲁迅曾言，“我想，中国最

不值钱的是工人的体力了，其次是咱们的所谓文章，只有伶俐最值钱。倘真要直直落落，借文字

谋生，则据我的经验，卖来卖去，来回至少一个月，多则一年余，待款子寄到时，作者不但已经

饿死，倘在夏天，连筋肉也都烂尽了，那里还有吃饭的肚子。”瑏瑥鲁迅用语或有夸张，但实情其

实相去不远。所以，鸳蝴作家创作量虽大，但真正能一博万金、一夜暴富者，也仅张恨水、张秋

虫、王小逸数人而已。大部分作家却生计艰难。三十年代，普通稿费每千字约 1 至 3 元，每天必

写 2 千字且必卖出，方可糊口。这很困难。还珠楼主是高产作家，他在天津 《天风报》连载

《蜀山剑侠传》，边连载，边出书，至 1949 年，已出版 55 集 350 万字。但稿费所得，仍难以养

家。魏绍昌回忆，“李寿民子女多，家庭负担重，尤其他后来目力不济，只得请两个秘书帮助笔

录，支出更大了。他每天非写两万不可。”瑏瑦刘云若薄利多销，经济也不乐观。白羽曾戏说，“云

若近日渴望发财，发财则可闭门著书，勒成名作。昔戴南山自谓胸中有一部书，犹未写出; 方灵

皋已深信其胸中果有一部书也。我于云若，亦复云云。何日不愁柴米，得泰然掂笔，写其所欲写

耶? 且同儜望，有此一日。”瑏瑧由此可见一斑。“北方武侠小说巨擘”瑏瑨王度庐，撰有 《卧虎藏龙》
(1941 － 1944)、《铁骑银瓶》(1942) 等名作，总数达 33 部，但仍不敷家用，不得不兼作中学代

课教师、赛马场售票员，甚至摆地摊卖春联。其艰难自不必言。被人看不起亦不言而喻。体制外

纯粹“卖文为生”，无异于吃“青春饭”，挣血汗钱。而且，国共内战时期，通货膨胀，鸳蝴作

家即便有所积蓄，也多荡然无存，生计艰难。周瘦鹃有 《苏州近事杂咏》载其事云，“炭薪已尽

难为继，茶灶尘封釜甑凉。饥火中烧正不耐，更无热火润枯肠”瑏瑩。张恨水也回忆说，“自由职业

者，就非常的痛苦，尤其是按字卖文的人，手足无所措。月初，约好了每千字的稿费，也许可以

买两三斤米，到了下月初接到稿费的时候，半斤米都买不着了。”所以，建国后，鸳蝴作家一旦

不能“卖文为生”，很快就出现生存之忧。

无以为生之下，鸳蝴作家只好“硬写”。言情和武侠已验明“黄色”之身，不便再写。而现

代题材，又把握不准 (张友鸾的 《神龛记》是为一例)。唯有传统戏曲和民间传说故事不犯忌，

在书写逻辑上与鸳蝴小说亦较接近，遂成为首选。于是，在 1952 年之后，鸳蝴作家从都市通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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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作，集体性转入乡场通俗创作。后者受到了党的鼓励。在这一过程中，张恨水海内知名，发表

渠道、稿酬标准皆还如意，但其他数以百计的作者就不能如此。他们有着不良名声，在通俗刊物

与出版体制中无尺寸权力，写作与发表仍然艰难。因此，不少人不得不走向歧途。1955 年，一

则是由通俗文艺出版社编辑陈允豪捅出来的文坛“丑闻”，让人看到鸳蝴文人群体谋生的辛酸。

陈允豪揭露，“北京通俗文艺的组织者”苗培时，把鸳蝴作家当成了雇佣工人，狠加剥削。据

说，“去年冬天，苗培时对通俗文艺出版社说，他要写一本 《李闯王演义》的长篇小说，……当

时口头约定今年八月交稿。但今年四月里，怪事发生了: 出版社偶然发现有一位姓刘的 ‘旧知

识分子’正在写这个 《李闯王演义》。一问之下，真相大白，原来是苗培时交给他的 ‘任务’。

苗培时对这位姓刘的说，‘《李闯王演义》是部革命历史故事，旧具名不方便，出书用我的名义。

这是任务，你写作期间，我每个月给你些生活费’。并叮嘱姓刘的说: ‘此事不必同外人谈’
……更加荒唐的事发生在今年春天: 这位利欲熏心的 ‘掮客’，进一步用个人名义 ‘组织’了一

批旧社会黄色小报的作者，专门化名替某地报刊写小说。……苗培时在 ‘研究选题’的会上就

当面对这群人说: ‘审稿费按稿酬数目而定。稿酬每千字八元的，审稿费每千字一元; 每千字十

二元的，审稿费一元五角; 每千字十六元的，审稿费二元’。其用心之精细，剥削之凶狠，是使

人吃惊的!”瑐瑠不过，这种潦倒挣扎状况，1957 年后得到较大改观。

四、迟到的复苏

1956 年毛泽东发动整风，鼓励知识分子“鸣” “放”。鸳蝴文人处境得到披露并获明显改

善。此年，中国作协组织作家参观团游历西北，张恨水、还珠楼主都获参加，到玉门油矿、铜川

煤矿等处参观。同时，一批鸳蝴作家还被吸收为中国作协会员，如周瘦鹃、严独鹤。1957 年，

作协又专门召开“通俗文艺作家座谈会”。这种座谈会，1949 年也曾召开，但当时名为“旧的章

回、连载小说作者座谈会”。会议名称从“作者”升格为“作家”，可见作协态度改变。会上，

张恨水、张友鸾等获得机会“为他们和他们作品的现实处境，为他们的文学史地位进行辩护和

争取。”瑐瑡这种宽松环境为鸳蝴作家复苏提供了很大可能。
1956 ～ 1957 年，鸳蝴作家迎来“小阳春”。陈慎言 1956 年为 《中国新闻》写散文数十篇，

介绍福建风俗，1957 年计划写一部民间故事 《菜头大桥》与艺人故事 《艺海情潮》。还珠楼主

此前编写过剧本 《赵氏孤儿》、《文君当炉》，此时计划“庞大”，拟写 《一个劳模》、《勘探姑

娘》、《游侠列传》和 《刺客列传》等。《新民晚报》副刊 1957 年刊出张友鸾 ( 署名“草厂”)

写的中篇连载小说: 《杏花庄》、《魔合罗》、《赛霸王》、《鲁斋郎》、《救风尘》等。《文汇报》

笔会副刊也发表大量小品诗词，成为鸳蝴作家聚集地。这些旧式作品受到毛泽东称赞。
1957 年，鸳蝴作家早是闲散人员，“反右”没有太大冲击 (张友鸾被增为“右派”，很快摘

帽)。鸳蝴作家意外地在党的作家的内讧中，迎来了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与写作环境。周瘦鹃、

严独鹤先后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。到五六十年代之交，随着对延安文人的疏远，喜爱“旧文

学”的毛泽东和这批擅于诗词唱和的闲散“旧文人”建立了联系。1959 年，毛泽东接见周瘦鹃，

1962 年又接见郑逸梅。由于周瘦鹃本人兼以养菊知名，陈毅、叶剑英、廖承志、周恩来、朱德、

刘伯承等高层人物，都登门访见。这种眷顾，令鸳蝴作家获得复苏机会。周瘦鹃接连出版 《花

花草草》、《花前琐记》、《园艺杂谈》、《盆栽趣味》、《拈花集》等多种小品。1962 年，中央新

闻电影制片厂，专门摄制张恨水记录片 《老人的青春》。这不能不说是很高荣耀。借此“东风”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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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独鹤在 《新民晚报》、张友鸾在香港 《大公报》都开辟专栏。陈亮 ( 田舍郎) 甚至创作了犯

忌的小说 《黑弄堂》，于同年在 《新民晚报》连载。

不过，这种复苏毕竟来得太迟。新的鸳蝴创作已只能充作文坛点缀。而且英雄迟暮，鸳蝴文

人群体此时后继无人，北派才子和小报文人步入全面凋零期。平江不肖生、陈慎言于 1957 年，

还珠楼主于 1961 年，张恨水于 1967 年，严独鹤于 1968 年，相继逝去。获眷最隆的周瘦鹃，因

为与田汉、夏衍过于密切的交往，亦于 1968 年投井自杀。王小逸进上海市南中学后，不再为人

所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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